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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揭示互联网影响城市内部就业分布的净效应及其动态变化。首先，将互联网

分散力与集聚力的相对变化纳入互联网动态影响的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应理论假说；其次，利用

中国2004年、2008年、2013年3次经济普查中289个地级市的2247万个企业的微观数据，以“邮

区”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城市内部就业集聚指数；最后，构造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

结果显示，平均而言，互联网能显著促进城市内部的就业集聚，但随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其促

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减”趋势，而城市就业的空间多中心性不断提升，即就业向远离城市主中心

的次中心集聚；对于高发展水平的城市，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促进了就业先短暂分散，而后“边

际递增”式集聚。本文研究发现对于预判未来城市中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指导空间规划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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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技术变革是重塑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使信息的瞬时、远距离传输得以实现，也因此改变了受地理区位或地理距离约束的经
济活动，成为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技术力量[1-3]。为此，早期的未来主义学者提出

“地理学会终结”“距离已死”，认为地理实体空间会趋于分散[4-5]。尤其是在城市内部，人
口流动受地理、制度与文化等分割的限制较弱，更容易受到互联网的影响。然而即使在
万物互联的时代，城市内部就业的集聚景观依旧无处不在，如匹兹堡绿色科技产业集聚
区、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区等。那么互联网究竟如何影响城市内部就业的空间分
布呢？已有研究认为，互联网技术会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但其塑造方向是多样的[6]。首
先，线上交流可以部分替代面对面交流，减少经济主体间集聚交流的需求，产生分散力
量。但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对知识的传输能力有限，信念、非正式技能等意会知识
的传递至今仍依赖于面对面的直接经验[7]。因此，频繁的线上交流也可能引发后续更多的
面对面交流需求[8]，产生集聚力量，后文称“互补效应”。分散力和集聚力之间的权衡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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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互联网对城市内就业集聚影响的净效应。
尽管现有研究广泛讨论了互联网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分散化和集聚化影响，但却

尚未就互联网的净效应得出一致结论，而且忽视了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会导致互联网的
净效应发生动态变化，这可能是导致已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精准捕捉
互联网影响的动态变化特征则有助于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对于判断人类经济活动的
未来空间区位乃至于制定城市空间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动态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维
度，第一个维度是随着渗透率的提升，互联网技术不仅会通过提升其对知识的编码能力
而展示分散力量，也会通过推动服务型、知识密集型城市的发展而提升经济活动中意会
知识的比重，进而增加经济主体对集聚交流的需求[9-10]。由于两种力量的增强程度可能不
同，互联网的净效应可能会在渗透率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呈现出非线性的动态变化。具
体而言，随着渗透率的提升，互联网的集聚力和分散力均在增强，如果相对增强更快的
那种力量，与互联网在初始阶段的净效应是同方向的力量，那么互联网的初始净效应将
进一步增强，而为相反方向的力量时，互联网的初始净效应将逐渐减弱，并在增强更快
的力量绝对超过初始净效应时，发生方向上的变化，转为以增强更快的力量为净效应。
第二个维度体现在城市发展水平是影响互联网分散力和集聚力动态变化的重要因素。因
为相较于欠发达城市，高度发达的城市既承受着更高的集聚不经济，也拥有更强的知识
溢出[10]。一方面，过高的集聚成本促使企业更倾向于使用现有技术来克服地理距离、时
间和成本障碍，从而导致互联网产生更强的分散力。另一方面，发达城市分布着更密集
的高技能工人与知识密集型企业①，更频繁的创新活动，其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开展更加
依赖于意会知识的投入，紧密交流的价值得以提升，相同的线上交流也可能引发更多的
面对面交流，进而增强互联网的集聚力量。伴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发达城市内部
高度意会知识的提升势必快于欠发达城市，这会导致互联网在发达城市的集聚力量增强
更快。因此，互联网对城市内部就业分布的影响，不仅会随渗透率的提升而发生边际或
方向上的变化，这一非线性影响特征还会随城市的发展而改变，进而在不同发展水平的
城市呈现出重要异质性，而已有研究对这一动态变化缺乏关注，导致所发现的分散化或
集中化影响可能仅仅捕捉到了互联网在某个阶段的净效应。

鉴于此，本文将互联网分散力与集聚力的相对变化纳入分析框架，提出相应理论假
说，利用 2004 年、2008 年、2013 年中国 3 次经济普查中 28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域的
2247万个企业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构造工具变量
以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互联网对城市就业空间结构的影响在其持续
渗透过程中的变化特征，以及在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异质性表现，以严谨的分析范式从
动态的视角为已有研究无法就互联网的多样化影响得出一致结论的现状提供新解释。研
究发现为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借助互联网技术开展城市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城市空间结构是各种城市活动的空间分布模式，取决于各类集聚经济②和城市成本之

① 根据2019年各城市发布的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分布在大城市，尤其在北京市（44.3%）和

上海市（26.7%）总就业中占比较高。

② 对集聚经济“黑箱”的探索，可以追溯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外部性经济：劳动力共享、中间投入品和知识溢出。然

而，尽管马歇尔较早地论述了产业地方化和外部性经济，新古典的传统模型却仍然假设边际收益递减。因此，后期许多

学者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规模报酬递增的共享、匹配、学习机制以及运输成本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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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权衡[11]。长期以来，知识溢出一直是城市的重要集聚力量[12]，生产者通过分配更多
时间交换思想可以提高自身生产率[13]。由于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交流发生[14]，互联网可能
通过方向相反的两个路径改变知识溢出的集聚力量，进而影响城市内部空间结构：① 基
于线上交流对面对面交流的替代效应，减弱空间集聚；② 基于线上交流与面对面交流间
的互补效应，增强空间集聚。

由于互联网技术能以近乎为零的成本实现知识的远距离传输，经济主体之间传统的
面对面交流方式被逐渐替代，进而导致城市空间的分散化[15-16]。在实证方面，Nilles对加
利福尼亚州的研究发现远程办公增加了人们在郊区居住而长途通勤去市中心工作的比例[17]。
Tayyaran等的研究同样支持了这一结论[18]。此后，Rachmawati等对印度尼西亚Yogyakarta

的研究表明 ICT技术的使用推动了经济服务和居民区从城市中心转移到城市蔓延地区[19]。
针对中国南京市的研究也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导致了城市内部住宅空间的分散[20]。

但是，线上交流无法完全替代面对面交流，频繁的线上交流也可能会衍生出后续更
多的面对面交流需求，进而增强城市的集聚力量[8]。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意会知识，
其中显性知识可被编码并进行标准化传输，而意会知识则固化于地区的创新环境、人际
网络与社会文化中[7]，难以脱离其原有空间。因此，距离越近，地理、文化等特征越相
似，相互联系的可能性也越大 [21]。而互联网技术本身不足以有效地进行意会知识的转
移，所以即使是在互联网时代，“想法跨越走廊和街道也比跨越大陆和海洋容易”[22]，地
理距离与地理区位因素仍然重要[23-26]。如果经济活动的实施涉及意会知识的传输，当信息
技术降低了线上交流的成本，就会同时在当地引发更多的线上互动和面对面交流，进而
促进空间集聚。因此，相较于单纯强调分散化影响的观点，许多学者更倾向于认为互联
网技术同时存在分散作用和集聚作用[6]。在实证层面，Sinai等的研究支持了Gaspar等的
观点，认为互联网是城市优势的补充而非替代，并最终体现为集中化影响[27]。Sohn等同
样发现信息技术对芝加哥地区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是以集中效应为主导[28]。Panayides等
则通过假设城市居民的线上互动比周边地区更多，发现 ICT技术的发展将增加面对面的
互动[29]。宋周莺等研究发现信息技术促进了企业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30]。在信息化时代，

“时间成本”促使供应商对空间邻近产生了更高需求[30-31]。吴明宇等基于杭州市新增互联
网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地方内部的集聚要素依旧显著影响着互联网企业的区位选择[32]。

然而，互联网的分散力量和集聚力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两种力量的相对变化会导
致互联网的净效应发生动态变化。已有研究没有关注到互联网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动态
变化。但组织和知识管理以及城市研究领域的研究却暗示了存在动态变化的可能性[7, 10, 33-34]。

互联网影响的动态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体现在，随着渗透率的提
升，互联网对城市内部就业集聚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具体而言，一方面，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普及，其对知识的传输能力在提升 [33]，替代效应的增强会弱化集聚交流的需
求，进而加强互联网的分散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信息化加速了知识密集型城市的复
兴和城市内部服务业的就业增长[9-10]，使得经济主体不仅更加依赖于面对面交流，线上交
流与面对面交流之间的互补效应也会更强，而且同时增强了对集聚成本的负担能力。其
背后的逻辑在于，知识密集型城市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以
市场拓展为动力的“斯密型”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知识要素投入和以创新为动力的

“熊彼特型”增长[35]，而创新活动的开展依赖于意会知识的投入，比如企业家精神等，由
于高度意会知识至今仍无法借助信息媒介实现跨越地理空间的传输[7]，经济活动中意会知
识比重的提升会直接增加经济主体对面对面交流的需求，同时增强互联网的“互补效
应”与集聚力量。不仅如此，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推动着服务体系的重构与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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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服务业在中国宏观经济和城市就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36]。而服务业对土地等
生产要素的需求较低，当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提升服务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后，服务型城
市将能承受更高的集聚不经济。总之，互联网技术导致的空间分散和集聚两种效应的权
衡决定了互联网对城市内部就业集聚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随着渗透率的提升，如果互
联网的初始净效应与相对增强更快的那种力量为同向力量，其初始净效应将进一步增
强，而如果为反向力量，其初始净效应将逐渐减弱，并最终发生方向上的变化，转为以
增强更快的那种力量为净效应。因此，本文提出假说一：

H1：总体而言，随着渗透率的提升，互联网对中国城市内部就业集聚的影响是非线
性的。

动态变化的另一个维度体现在，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互联网渗透率影响的非线
性变化特征存在差异。对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其城市内部原本处于集聚成本较高的
状态[10]。由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会释放其
集聚不经济，并基于替代效应产生分散化力量。但是，作为各类创新要素和资源的集聚
地，发达城市也具有更高比重的知识密集型行业[37]，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更强的创新
能力[38]，其城市内部经济活动中意会知识的比重相对也更高，而内化于工人技能和认知
里的意会知识的增加会使得相同的线上交流可能引发更多的面对面交流，进而导致互联
网产生更强的集聚力量。因此，在互联网技术的分散力量和集聚力量的动态权衡中，由
于发达城市内部经济活动意会知识的密集度提升更快，互联网对发达城市内部就业的集
聚力量的增强应快于欠发达城市，当集聚力量的增强超过分散力量的增强时，互联网技
术最终将促进发达城市内部的就业集聚。因此，本文提出假说二：

H2：互联网对城市内部就业集聚的影响受城市发展水平调节，在高发展水平的城
市，互联网对城市内部就业的集聚力量强于低发展水平城市。

3 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假说，本文在这一部分首先构建集聚指数来测度城市内部的就业
空间结构，然后设定计量模型用于考察互联网影响的动态变化，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情
况，构造互联网在中国城市的工具变量，以提升因果识别的准确性。
3.1 集聚指数构建

以往有关互联网对中国城市就业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受数据可得性限制，往往使
用城市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量的比重来反映城市就业整体的集聚程度[39]，即使有少量
关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也仅采用了单个城市的截面案例进行分析[20]，缺少研究
采用精细且长期的面板数据对互联网的影响，尤其是这一影响的动态变化进行全国性样
本分析。本文采用更精细、时间跨度更长的样本数据，能更精确、完整的捕捉互联网对
城市内部就业集聚的动态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利用2003年、2008年、2013年中国经济
普查所统计的二三产业企业的就业人数，以邮区为颗粒计算了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域层面
就业分布的集聚指数，用以测度城市就业集聚的结构，而不仅是城市的整体就业规模，
即测度城市就业在多大程度上集聚在少数几个区域还是分散在大多数区域，这与集中不
同，后者是指就业向城市主中心集聚的程度。具体采用两种指标构建方法进行测度：

① 德尔塔指数[40-41]：

DELTAj, t = 1
2∑i = 1

n
|

|
||

|

|
||

ei, t

Ej, t

- ai, t

Aj,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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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j为城市；t为年份；i为城市 j内部的邮区；ei, t /Ej, t表示每个邮区就业占城市总就业
比例；ai, t /Aj, t表示每个邮区的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德尔塔指数越大，说明相对单
位面积上就业分布的差异越大，就业越集聚于1个或几个高密度的区域。

② 基尼指数[42-43]：

GINIj, t =∑i = 1

n Ej, i, t Aj, i - 1, t -∑i = 1

n Ej, i - 1, t Aj, i, t （2）

式中：j为城市；t为年份；i为城市 j内部的邮区；Aj, i, t为将邮区根据就业密度从小到大排
列后，从邮区 1到邮区 i的土地面积的累计占比；Ej, i, t为每个邮区就业份额的累计占比
（该邮区加上比它密度更小的所有邮区的就业份额）。基尼指数越大，说明就业分布越集
聚，即就业分布在1个或少数几个高密度区域。
3.2 基本计量模型设定

首先，由于随着渗透率的提升，互联网分散力和集聚力的相对变化可能会导致其净
效应发生边际或方向上的变化，即互联网对城市内部就业分布的边际影响并非是常数，
而是随渗透率的变化而改变。为检验互联网与城市内部就业分布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
系，本文从线性模型出发进行Ramsey's RESET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
绝“模型没有遗漏解释变量的非线性项”的原假设。为此，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渗透
率的二次项以在统一的实证框架下考察互联网的影响在边际和方向上的变化特征，这有
助于避免人为设定临界点进行分样本估计所造成的估计偏差。鉴于二次项函数形式的模
型设定存在无法捕捉具有多个转折点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的局限性，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
了初步的散点图分析，发现渗透率和集聚指数之间存在规律性的二次项函数关系。综
上，本文采用二次项函数形式检验互联网渗透率对城市内部就业分布的影响变化，构建
了计量模型一：

ln Yit = β1 ln bit + β2(ln bit)
2 + β3 ln roadit + β4 ln Lit + β5 ln densityit + β6 ln pergdpit +

β7 ln zzrateit + β8 ln wageit + β9 ln govit + γi + λt + εit

（3）

式中：Yit为 i城市内部、t时期的就业集聚指数；bit为互联网宽带接入渗透率（后文简称渗
透率），即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鉴于样本期间也是中国经历快速城镇化的 10

年，为排除其他可能导致城市就业空间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控制
了可能产生遗漏变量偏误的因素：① 考虑其他基础设施的影响，本文控制交通基础设施
状况，用 roadit表示道路面积，为年末人均铺装道路面积。② 考虑与城市空间结构密切
相关的人口因素，分别控制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Lit表示人口规模，为常住人口数量；
densityit表示人口密度，为常住人口数量/行政区域面积。③ 考虑经济发展因素，分别控
制人均GDP、产业结构和劳动力收入。pergdpit表示人均实际GDP，为以 2001年为基期
计算的人均实际GDP；zzrateit表示制造业比重，为 i城市制造业年末单位从业人数在本地
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wageit表示职工工资，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④ 考虑经济政策因
素，控制政府干预程度，用govit表示，为政府的非公共财政支出占比相对于全国均值的
比例。γi和λt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扰动项。由于以上变量原始数据
均呈非正态分布，故对所有变量采用取对数处理。以下模型将除bit以外的变量统称为控
制变量，且定义为 lnXit。

其次，根据理论假说H2，城市发展水平可能会影响互联网分散力和集聚力的相对变
化。为了检验城市发展水平对渗透率非线性影响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了计量模型二：

ln Yit = β ′1 ln bit + β ′2(ln bit)
2 + β10 ln bit ln Mit + β11(ln bit)

2 ln Mit +

β12 ln Mit + β ln Xit + γi
′ + λt

′ + εi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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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it表示城市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为人均实际GDP，作为对互联网非线性影响的
调节变量。由于调节互联网影响的因素主要源于高发展水平城市内更高的意会知识比
重，为检验这一猜想，本文选择3个代理城市内部经济活动中知识密集度的具体变量作
为调节变量：① 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为 i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从业
人数/全国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② 人力资本水平，为平均受教育年限；③ 城市创新
水平，为城市创新能力指数，该指数基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国家工商局
的企业注册资本数据这两部分微观大数据计算，能同时反映城市的创新和创业水平[44] ③。
Xit为控制变量； γi

′ 和 λt
′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it

′ 为扰动项。

3.3 工具变量构造
3.2节中计量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① 在人口越密集

的城市内部，互联网普及也相对容易，由此导致反向因果关系；② 城市政府对电信基础
设施的投资，往往伴随着对交通以及其他影响空间结构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而这些遗漏
变量很难完全控制，由此导致遗漏变量问题。因此，本文还采用中国相对外生的初始电
话网络和Logistic曲线函数构造了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

有效的工具变量首先需要满足相关性假定。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
邮电部在全国进行统一部署，于2000年完成了中国“八横八纵”光缆干线网的建设。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中国信息产业“十五”发展规划（通信卷）》
的资料显示，在“十五”期间，只需要进行扩容改造（或在原路由新建光缆）而不新增
路由，后续各城市支线网络均从该干线接出。这意味着该网络构成了中国信息网络的基
本框架，也就是说，中国的宽带网络的线路铺设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电话网络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满足相关性假设条件④。
进一步的，由于一项新技术的扩散会遵从Logistic曲线的形式：在前期，新技术的扩

散会比较慢，而有一定规模的使用者后，技术的扩散将会加速；进入成熟期后，扩散速
度将再次减缓[45-49]。本文采用Logistic曲线的函数形式来拟合互联网宽带的外生渗透过
程，并假设互联网宽带的最大覆盖范围受已存在的语音电话网络基础设施的限制满足相
关性要求。由于缺乏电视的接入数据，本文选用2000年固定电话作为顶值，得到每百人
电话数 γ″i ：

γ″i = β″1telephonei0 （5）

式中：i表示城市；telephone0表示初始年份固定电话数，为2000年每百常住人口固定电
话数。用于估计互联网渗透率的Logistic曲线函数如下所示：

bit =
γ″i

1 + exp[ ]-α × ( )t - β″2
+ ε″it （6）

式中：α代表扩散速度； β″2 为拐点，由于样本期间渗透率尚未到达Logistic曲线拐点，所

以本文设定样本的最后一期2013年为拐点，即 β″2 =2013。

③ 该数据的特点：（1）创新产出，而非创新投入；（2）微观大数据，而非宏观数据；（3）专利价值，而非专利数量；（4）创新

加创业，而非仅限于创新，在计算城市创新力指数时，还使用各城市新成立企业注册资本总额来衡量作为其他形式的创

新产出。

④ 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主要有 ADSL、CABLE MODEM、LAN 等几种方式，其中，基于 xDSL 接入技术的 ADSL 与

HDSL/SHDSL 宽带传输介质是普通电话线，这使 ADSL 宽带的传输质量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传统电话线路的制约；

CABLE MODEM是广播电视系统的常用接入方法，由于原来铺设的有线电视网光缆是个天然高速宽带网，所以仅对入

户线路进行改造，就能提供高速网络；LAN宽带接入方式则需要重新布线，用户的实际速率受制于城域网或与互联网

相连的专线速率，实际开通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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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效的工具变量还需要满足外生性假定。本文采用初始电话网络进行Logistic
曲线外生拟合的方法来构造工具变量，其外生性来源于函数设定形式外生，不包含除城
市初始电话数据之外的任何城市特征指标，而初始电话数据本身也是相对外生的，这是
因为，首先，本文将样本期间内的城市内部就业集聚指数对2000年的初始电话数进行回
归，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在统计意义上排除了二者之间的直接关联。其
次，中国早期的电信基础设施主要是由中央主导，《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
2000年底中国共有2.56亿部电话，其中，中央国有1.26亿部、地方国有0.45亿部，两者
约占电话总数的67%。在20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电信基础设施已较为成熟，具有
很强的公共设施属性，而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及就业集聚结构等特征无关；最后，两个数
据都作为 2000年的初始数据，是滞后的历史变量，可以认为该初始数据对本文样本内
2004年、2008年、2013年的城市空间结构不构成直接影响。
3.4 描述性统计

本文涵盖了中国289个城市2004年、2008年、2013年的面板数据。其中，计算集聚
指数所使用的就业数据来源于中国 2004年、2008年、2013年 3次经济普查的微观数据
库。3次经济普查主要普查对象为境内从事第二、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
位和个体户。相关数据涉及单位邮政编码、从业人数等信息。由于全国城市具体情况不
同，邮区面积差异也较大，但是全体样本中邮区面积出现的最高频率范围为59~88 km2，
次高频率范围为28~59 km2，这为本文构造以邮区为单位的空间集聚指数提供了高精度的
基础数据。其他数据则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
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互联网影响的动态变化：渗透率维度的非线性影响
为了检验理论假说H1，本文基于计量模型一，分别以德尔塔指数、基尼指数作为集

表1 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变量

邮区面积

德尔塔指数

基尼指数

渗透率

道路面积

人口规模

人口密度

人均实际GDP

制造业比重

职工工资

政府干预程度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人力资本

城市创新水平

初始年份固定电话

含义

邮区面积(km2)

城市内部就业集聚程度

城市内部就业集聚程度

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年末人均铺装道路面积(m2)

常住人口数量(104人)

常住人口数量/行政区域面积(104人/km2)

城市人均实际GDP(元)

本地制造业人数/本地总从业人数(%)

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元)

政府非公共财政支出/全国均值(%)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全国生产性服
务业从业人数(%)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城市创新能力指数

2000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部/百人)

观测值

91668

842

839

826

832

834

833

766

842

768

834

835

834

842

842

均值

154.231

0.668

0.801

9.198

10.139

426.087

0.043

23914.5

25.221

21344

0.999

0.352

8.857

4.813

12.466

标准差

152.881

0.104

0.094

10.172

16. 617

295.882

0.038

23892.7

13.746

10350

0.829

0.866

0.822

27.579

6.420

最小值

0.740

0.332

0.337

0 .089

0.790

0.006

0.001

674.034

1.476

1208

0.076

0.011

7.135

0

2.915

最大值

1431.892

0.971

0.996

92.067

442.950

3358.010

0.445

294592

81.296

68530

17.983

12.877

12.734

543.080

4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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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最小二乘法考察了互联网渗透率对城市内部就业集聚的非线
性影响，结果如表 2显示，仅放入渗透率的一次项时，系数不显著，而加入二次项后，
渗透率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且为负，表明平均而言，相较于线性影响，互联网渗透率对城
市内部就业集聚存在更为显著的倒“U”型影响，对称轴位于渗透率6.4处。这意味着随
着渗透率的提高，互联网的净效应由集聚力量转为分散力量。但是，由于互联网与城市
就业空间结构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往往是有偏且不一致的。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对以上结果进行更为准确的估计（表3）。表
3中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拟合系数均显著，R2为 0.77，F值为 2514，表明经由Logistic
曲线和初始电话网络构造的工具变量拟合效果较好，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而满足
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表3中二阶段回归结果同样显示，互联网存在显著的倒“U”型
影响，但是根据回归结果计算的对称轴均在大约渗透率等于220处，这是现实中几乎不
可能达到的渗透率水平。因此，互联网对城市内部就业集聚的影响仅体现在倒“U”型
曲线的左侧，即互联网会促进城市内部的就业集聚。具体如图 1 所示，这也可能是第
（1）、（3）列渗透率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的原因。表2中采用OLS方法估计得到的对称轴数
值较小，表明在未处理内生性问题时，互联网的分散力量较早的超过了集聚力量。可能

的原因是，由于遗漏了与渗透率正相关且会促进城市内部就业分散的不可观测变量，故

导致该遗漏变量对城市就业集聚的负向影响也被纳入互联网的影响，从而低估了互联网

对城市就业集聚的正向影响，而工具变量较好地缓解了由此导致的估计偏误。

表2 互联网渗透率对城市内部就业集聚的非线性影响：OLS结果
Tab. 2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on urban employment agglomeration: OLS results

变量

渗透率(ln)

渗透率二次项(ln)

道路面积(ln)

人口规模(ln)

人口密度(ln)

人均实际GDP(ln)

制造业比重(ln)

职工工资(ln)

政府干预程度(ln)

观测值

R2

德尔塔指数

(1)

0.023*

(0.012)

0.008

(0.018)

-0.247***

(0.071)

-0.057***

(0.019)

-0.222***

(0.060)

0.052***

(0.019)

-0.035

(0.050)

-0.003

(0.018)

759

0.211

(2)

0.044**

(0.017)

-0.012***

(0.004)

0.002

(0.019)

-0.303***

(0.080)

-0.062***

(0.020)

-0.242***

(0.063)

0.045**

(0.019)

-0.052

(0.050)

-0.013

(0.018)

759

0.227

基尼指数

(3)

0.012

(0.009)

0.005

(0.014)

-0.150***

(0.057)

-0.043***

(0.015)

-0.152***

(0.046)

0.045**

(0.019)

-0.010

(0.035)

-0.010

(0.018)

756

0.181

(4)

0.026**

(0.011)

-0.007***

(0.003)

0.002

(0.014)

-0.184***

(0.064)

-0.047***

(0.016)

-0.164***

(0.047)

0.040**

(0.018)

-0.021

(0.036)

-0.016

(0.018)

756

0.191

注：括号内均为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常数项未报告。回归模型中均已控制城市

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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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渗透率的提升，互联网的影响呈现为“边际递减”的变化趋势，证实了本
文的假说H1。这表明互联网对中国城市内部就业的影响是以集聚力量为主导，并在分散
力量的增强作用下逐渐减弱。鉴于当前传统的城市中心结构已发生变化，并朝着多中心
结构发展，而多中心的形成正是单中心城市分散化的集中表现，所以本文所发现的，在
以集聚效应为主导的背景下，分散力量的增强则可能映证了信息化时代，城市就业空间
结构不断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演变的趋势。为验证互联网是否推动了城市就业的空间
多中心性，本文在德尔塔集聚指数的构建基础上加入了各邮区到城市主中心的距离作为
权重，以构造多中心指数，该指数越大表明城市多中心程度更高⑤。将多中心指数替代集

⑤ 多中心指数的构建方法：Sj, t = 1
2∑i = 1

n
|

|
||

|

|
||

ei, t

Ej, t

- ai, t

Aj, t

×
DCBDi, t

DCBD* ，式中 j为城市；t为年份；i为城市 j内部的邮区；ei, t Ej, t 与

ai, t Aj, t 的含义与德尔塔指数相同；DCBDi, t 表示各邮区到主中心的距离；DCBD* 为 DCBDi, t 的最大值；DCBDi, t /DCBD*

实则相当于一个标准化过程，以去除城市范围大小的影响。该指数越大，表明城市的集聚程度越高且各邮区到主中心

的距离越远，也即多中心程度越高。

表3 互联网渗透率对城市内部就业集聚的非线性影响：工具变量结果
Tab. 3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on urban employment agglomeration: IV results

变量

A：2SLS

渗透率(ln)

渗透率二次项(ln)

B：第一阶段回归

初始年份固定电话( β ″
2 )

扩散速度(α)

R2

F值

观测值

R2

德尔塔指数

(1)

0.217***

(0.067)

3.721***

(0.121)

0.181***

(0.007)

0.773

2514

747

0.208

(2)

0.445***

(0.071)

-0.041***

(0.008)

3.721***

(0.121)

0.181***

(0.007)

0.773

2514

747

0.253

基尼指数

(3)

0.143***

(0.050)

3.721***

(0.121)

0.181***

(0.007)

0.773

2514

744

0.180

(4)

0.292***

(0.060)

-0.027***

(0.007)

3.721***

(0.121)

0.181***

(0.007)

0.773

2514

744

0.213

多中心指数

(5)

0.808**

(0.318)

3.721***

(0.121)

0.181***

(0.007)

0.773

2514

740

0.114

(6)

0.677**

(0.284)

0.024

(0.028)

3.721***

(0.121)

0.181***

(0.007)

0.773

2514

740

0.11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常数项未报告。回归模型中均已控制城市固

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其他控制变量：道路面积（ln）、人口规模（ln）、人口密度（ln）、人均实际GDP（ln）、制造业比重

（ln）、职工工资（ln）、政府干预程度（ln）。

图1 互联网影响的动态变化
Fig. 1 The dynamic impact of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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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指数进入回归，如表3第（5）~（6）列结果所示，互联网显著地促进了城市就业的多中
心化，并且不存在二阶非线性关系。
4.2 互联网影响的动态变化：城市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

根据假说H2，本文基于计量方程二检验了城市发展水平即人均实际GDP对互联网渗
透率非线性影响的调节效应。由于城市发展水平对互联网影响的调节作用主要源于高发
展水平城市内更高的知识密集度，为检验这一机制，本文分别考察了3个知识密集度的
代理变量的作用，其中，生产性服务业表示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在全国生产性服
务业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人力资本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创新水平表示城市创新能力指
数。为了节省篇幅，直接展示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表4），需要说明的是OLS估计结
果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从表4中结果来看，城市发展水平对互联网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证实了本文的假
说H2。具体而言，渗透率的二次项系数为负，而渗透率二次项与人均实际GDP的交乘项
系数为正，表明随着城市人均实际GDP的提升，互联网的倒“U”型曲线会变得平坦，
并在人均实际GDP超过73000元（30个城市）的城市样本中，互联网对就业集聚的影响
将由倒“U”转为正“U”即互联网的影响是先促进就业分散，而后“边际递增”式集聚
的⑥。依据表中德尔塔指数的回归结果，本文绘制具体演变过程如图2所示。

表4中知识密集度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创新能力、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与
城市发展水平具有相同的调节作用，间接证明城市发展水平对互联网影响的调节作用来
源于城市内部知识密集度的提升。在城市创新能力指数超过11.7（41个城市，基本为省
会城市），或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在全国的占比超过 1.84% （8 个城市：上海、北京、南
京、杭州、广州、深圳、重庆、西安）时，互联网对就业集聚的影响由倒“U”转为正

表4 城市发展水平对互联网渗透率非线性影响的调节效应：工具变量结果
Tab. 4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urban development level on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IV results

变量

渗透率(ln)

渗透率二次项(ln)

渗透率(ln)×调节变量(ln)

渗透率二次项(ln)×调节变量(ln)

调节变量(ln)

观测值

R2

德尔塔指数

经济发展
水平

1.449***

(0.360)

-0.325***

(0.086)

-0.110**

(0.044)

0.029***

(0.009)

-0.132

(0.097)

747

0.280

生产性
服务业

0.280**

(0.116)

-0.011

(0.019)

-0.085**

(0.043)

0.018**

(0.009)

0.118*

(0.062)

744

0.239

人力资本

1.515*

(0.841)

-0.142

(0.197)

-0.546

(0.401)

0.058

(0.091)

0.751

(0.514)

747

0.279

创新水平

0.315***

(0.112)

-0.032*

(0.018)

-0.056**

(0.025)

0.013***

(0.004)

0.066*

(0.036)

744

0.230

基尼指数

经济发展
水平

0.844***

(0.276)

-0.196***

(0.060)

-0.062***

(0.013)

0.012***

(0.002)

-0.049

(0.049)

746

0.269

生产性
服务业

0.185**

(0.091)

-0.008

(0.014)

-0.053*

(0.031)

0.014**

(0.006)

0.061

(0.048)

744

0.233

人力资本

1.033*

(0.614)

-0.121

(0.149)

-0.370

(0.296)

0.050

(0.069)

0.397

(0.394)

747

0.267

创新水平

0.231**

(0.092)

-0.029**

(0.014)

-0.031*

(0.018)

0.008**

(0.003)

0.034

(0.027)

743

0.223

注：括号内均为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常数项未报告。回归模型中均已控制城市

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其他控制变量：道路面积（ln）、人口规模（ln）、人口密度（ln）、人均实际GDP（ln）、制造业比

重（ln）、职工工资（ln）、政府干预程度（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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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而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以在校学生数计算的平均受教育年
限并不能很好代表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

以上结果表明，随着渗透率的提升，互联网对城市内部就业集聚存在动态影响，并
且这一影响受城市发展水平调节。但与假说H2中“在高发展水平的城市，互联网对城市
内部就业的集聚力量强于低发展水平城市”的猜想略有不同，互联网在渗透初期对高发
展水平城市产生了短暂的分散化力量。可能的解释是，由于高发展水平城市原本处于集
聚成本较高的状态，在互联网引入的初期，技术冲击会短暂释放其集聚不经济，空间接
近的需求减弱。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持续渗透，发达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知识密集度提
升会更快，对面对面交流互动的依赖更深，互联网的集聚力量也会相应更强，并最终超
过分散力量成为主导效应，产生“边际递增”式的集聚力量。由于经济发达和创新能力
较强的城市，往往也是互联网的渗透率较高城市，这些城市大多已进入互联网的集聚化
影响阶段。而对于欠发达城市，由于其城市内部就业仍处于有待集聚的状态，互联网则
更可能被使用作为交流互动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进而导致互联网的影响以集聚效应为
主。在这种意义上，互联网只是加快了城市空间结构在原有路径上的演变速度。

5 结论

为深入探索互联网对城市内部就业集聚影响的净效应尤其是其动态变化，本文将互
联网对就业分布产生的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及其相对变化纳入分析框架，利用289个地
级市 2004年、2008年、2013年中国 3次经济普查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
① 平均而言，互联网对城市内就业空间结构存在显著集聚作用，但随着互联网渗透率的
提高，其集聚作用呈现“边际递减”趋势，而城市就业的空间多中心性不断提升，即就
业向远离城市主中心的次中心集聚。这表明随着渗透率的提升，互联网分散力和集聚力
的相对变化会导致其影响的净效应在平均水平上呈现为集聚化影响，并在持续增强的分
散力的作用下呈现为边际递减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可能源于互联网推动了城市的单中心
结构向多中心演变。②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较高的
城市，互联网的持续渗透促进了就业先短暂分散而后“边际递增”式集聚。前期分散是
由于这些发达城市存在较高的集聚不经济，互联网的应用释放了其城市内部的集聚不经
济，而后期集聚则表明在知识密集度较高的城市，随着互联网的渗透，互联网的集聚力

图2 城市发展水平对互联网动态影响的调节效应
Fig.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n the dynamic impact of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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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会超过分散力量。总体而言，伴随着互联网的持续渗透与城市发展，互联网将强化城
市作为生产和交流中心的优势，成为城市就业集聚的助力者，同时推动城市就业向多中
心结构演变。

鉴于历史上历次技术革命对于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深远性，以及当前互联网对社会
影响的无所不在和正显示出的巨大威力，本文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未来城市的空间规划和
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1）相对于人们普遍认知的互联网会产生分散力量，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促进了城
市内部的就业集聚，并且随着渗透率的提高与城市发展，这一集聚趋势在未来仍将持
续。因而，在城市规划或城市空间战略中，政府不能盲目的以城市区域的蔓延扩张为基
础来安排土地、功能和基础设施，更应该以科学的城市空间结构预测为基础，未雨绸
缪，尤其是为特大和超大城市集聚可能带来的拥挤、污染等城市病问题做准备，积极通
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包括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网密度等措施来
提升城市的集聚承载力，以顺应客观经济规律，满足城市发展需要。

（2）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对于渗透率已经跨过正“U”型曲线对称轴的发达城
市，应借助互联网带来的集聚优势，为其打造知识创造与信息交流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
营造更为适宜的环境，积极布局建设区域性创新高地，完善科技创新支持体制，并以信
息化、数字化进一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升城市的集聚质量与经
济效益。对于欠发达城市，互联网设施的投资同样可以为其集聚企业、发展经济提供新
动力、新机遇。但集聚企业只是第一步，有别于发达城市，由于欠发达城市自身产业基
础薄弱，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完善区内公共服务和产业配套设施，为其城市内部企业集聚
发展的良性循环提供支撑。

本文回应了长久以来信息化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争议，指出互联网总体而言增加
了城市内部的集聚力量。与已有静态研究不同，本文从动态视角，考察了互联网对城市
内部就业集聚的影响会如何随互联网和城市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不仅深入分析了互联网
动态影响的内在机制，也采用更精细且长期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提升了研究结论的
科学性。本文的不足在于，受数据可得性限制，实证研究所涉及的样本数据仅涵盖了
2004年、2008年、2013年，若后续能获得 2018年中国经济普查微观数据，作者将进一
步验证本文相关结论。

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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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net effect and its dynamic changes of the Internet on
intra- urban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Firstly, we incorporate the relative changes of the
Internet's dispersion and agglomeration force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dynamic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intra- urban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hypothesis. Secondly, we use the micro- data of 22.47 million enterprises in 289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s Economic Census in 2004, 2008 and 2013, and take postal
districts as the basic spatial unit to construct the employment agglomeration index. To alleviate
endogeneity, we construct instrumental variables with the "8- horizontal and 8- longitudinal"
optical cable trunk network and the functional form of the exogenous logistic curve, and re-
estimate th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average, the Interne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intra- urban employment agglomeration, but with the increase of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its
promotion effect is characterized as "marginal diminishing", while the spatial multi-centricity
of urban employment continues to increase. For cities with a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increase in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promotes temporary dispersion of intra- urban
employment and then "marginal increasing" agglomeration. Thu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penetr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the increase
of the agglomeration force of the Internet will exceed the increase of the dispersion force,
thereby reinforcing the city's strengths as a center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to be a facilitator
of urban employment agglomeration, while driving the evolution of urban employment towards
a polycentric structure.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y reveal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s impact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employ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penetration of the Internet, as well as the heterogeneity of its
manifestations in c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and offers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inability of existing studies to reach consistent conclusions on the diversified impact of the
Internet with a rigorous analytical paradigm and a dynamic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edi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future cities and guiding spatial planning.
Keywords: Internet; dispersion; agglomeration; intra-urban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dynamic
impac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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